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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变迁与中国外交战略分析 

时殷 弘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提供了中国对外政策 

变迁的一大根本背景和动能。两个寓于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密切相连的概 

念——“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可被用作概览和分析当代 

中国外交战略的一项主要工具，据以揭示和阐说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战略 

的新特征。本文主要在三个层次上进行这样的讨论：第一，中国外交战略 

基本目标；第二，中国外交战略缔造机制；第三，中国外交战略工具。最后， 

经过在“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概念框架内的分层次解析后，还 

需要多少着重地展示该框架本身的固有局限和外交转型的有限性，以避免 

就中国外交战略和亚洲国际关系的复杂未来做出简单化的错误判断。 

关键词 中国社会变迁 “经济第一” “并入世界体系” 中国外 

交战略 

中国当代巨大的社会变迁 

自从约25年前邓小平启动富含伟大创新性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 1992年 

他就国家方向和根本战略所作的锐意改革的南巡讲话引发中国经济持续腾飞以来， 

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巨型国家已经发生了种种巨大的变迁。尤其最近 
一 两年里，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的亚洲邻国，乃至在差不多整个世界，这些变迁引 

起了可谓异常密集的关注。它们导致了如此众多的关于中国未来崛起为世界强国的 

预计和讨论，连同如此众多的关于这愈益可能的前景将对区域和世界政治经济、权势 

结构、大国关系、总体和平和国际安全等等具有何种含义的猜测和估算， 以至简直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100872) 

① 在众多且持多种不同态度或“理论／意识形态”倾向的讨论中间，可参见：James F．Hoge，Jr．。“A 

Global Power Shift in the Making”．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4；China Rising：How the Asian Colossus Is 

Changing Our World，special issue of Foreign Policy，January／February 2005(especially Zbigniew Brzezinski，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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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蔽了先前在这同一主题上的预言和论辩， 尽管后者多年来也绝非稀少浅薄。 

在中国种种持续的巨大变迁当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并引发了非常丰富的联想 

的变迁，无疑是中国经济力量的急剧增强：十多年来经济不断高速成长，国内生产总 

值和经济总量一再成倍增大，对外贸易就其规模和地理分布而言无不迅猛扩展，中国 

在全世界产业、商业、原料和能源需求等方面的分量和地位节节跃进。与这些密切相 

连，以下事态发展同样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多种多样的讨论：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结 

构中的巨大扩展；大多数领域中市场经济愈益取代计划经济或指令型经济；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前在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上从未见过、然而当前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 

新现实的“经济自由”；十多亿人12的社会价值观和基本社会关系相应的巨大变化； 

在国家和政府的各个层面政治运作方式虽然有限、但仍显著和重大的种种转换；愈益 

引人注目甚或急剧发展着的社会内部差距、分野和紧张，它们出自社会转型过程中不 

幸但也许殊难避免的种种社会不公正问题。 

J．Mearsheimer，“Clash of the Titans”in the same issue)；Robert G．Sutter，China’s Rise in Asia：Promises， 

Prospects，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Honolulu：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February 2005； 

Jason T．Shaplen and James Laney，“China Trades it Way to Power”，The New York Times，July 12．2004；Jane 

Perlez，“A8 U．S．Influence Wanes，A New Asian Community”．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4。2004；“China 

Rise Shifts Balance of Power in Asia”，The Korea Herald，September 8，2004；Michael Richardson，“Will S．E Asi— 

an States Be Forced to Take Sides?”Straits Times，August 19，2004；Martin Walker，“China As Center of Bush’s 

World”，Th e Washington Post，May 25，2005；“Rising China to Haunt Bush in Second Term”，Agence France 

Presse，Jan．16，2005；Chalmers Johnson，“The Real China Threat”，Asia Times，March 19，2005；‘‘China Poised 

to Overtake U．S．in 2020s”，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8，2005；“China Surpassed America As World’s Big- 

gest Consuming Country”，Associated Press，February 1 7，2005；“China Shows It Can Move Markets”，South Chi- 

na Morning Post，October 30，2004；“China and Latin America：Magic，or Realism”，The Economist，December 

29，2004；Barton W．Marcois and Leland R．Miller。“China．U．S．Interest Conflict(over the Middle East 0il re． 

sources)”，Washington Tirues，March 25，2005。 

① 这方面几种颇有影响的著作包括：Michael D．Swaine and Ashley J．Tellis，Interpreting China’ Grand 

Strategy：Past，Present，and Future．Santa Monies，Calif．：RAND，2000；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Munro．The 

Coming Co ict with China，New York：A．A．Knopf，1997；David Shambaugh and Richard H．Yang．eds．．Chi- 

na’s Military in Trans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Lester Brown，Who WiII Feed China?New York：W． 

W．Norton and Company，Inc．，1995。 

② 本文作者曾以一篇英文论文叙述和分析过大多数上述社会和政治变化：Shi Yinhong，“The Issue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nd Its Complexity”，in Yoichiro Sato，ed．，Growth and Governance in Asia，Honolulu：Asia． 

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2004．叉见 Christopher Marsh and June Teufel Dreyer，eds．。U．S．．China Rein． 

tions in the Twenty rst Century：Policies，Prospects，and Possibilities(Lanham，Maryland：Lexington Books．2003) 

一 书中的下列论文：Andrew J．Nathan，“Authoritarian Resilience：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he Tran8iti0n t0 China’s 

Fourth Generation”；Caml Lee Hamrin，“China’s Invisible Social Revolution and Sino．Ametican CuhuraI ReIa． 

tions”；Minxin Pei，“Domestic Changes in China and Implications for America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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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第一”和“愈益并人世界体系”： 

中国社会变迁的概念化与中国外交战略分析 

所有上述重大变化提出了一个既有实质性的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实际价 

值的问题 ：如何以合适的方式“设计”出一个尽可能简约的“范式”，以说明中国 

当代的变迁与其未来方向?较具体地说，这意味着下列问题 ：如何以一种足够全 

面和深切的方式界定这些变迁的基本性质?如何以尽可能少的、同时不仅足够 

清晰而且含义足够丰富的概念来将这一性质概念化?如何使得这一概念通过阐 

发成为一个适切的指南或纲要，以便统一和完整地理解中国在当前甚或未来可 

预见的时期里基本的社会／政治／政策状况? 

在美国，已经有人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以求为上述问题 (确实很困难的问 

题)提供一种学术解答。以设在夏威夷的著名研究机构——东西方中心为组织 

支撑的几位学者设计了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变”，并正 

在以此为“范式”或主题实施一项同名的项目研究。 

从邓小平直至当今的中国领导人和大多数中国学者决不会接受“中国的资 

关于上述社会不公正问题．町参见：Minxin Pei，“China’s Governance Crisis”，Foreisn Affairs，September／ 

October 2002；George J．Gilboy and Erie Heginbotham．“The Latin Americanization of China?”Current History． 

September 2004；Editorial。“A Divided China Must Conquer”，The Ne" Yo Times，January 9，2005；Jim Yard- 

ley，“Rural Exodus for Work Fractures Chinese Family”。Th 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1，2004；Joseph Kahn， 

“China’8 Elite Learn to Flaunt It While the New Landless Weep”．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5。2004；Jo- 

seph Kahn，“Violence Taints Religious Solace for China’8 Poor”，Th 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5。2004；Phil- 

ip P．Pan，“Civil Unrest Challenges China’s Party Leadership”，The Washington Post，November 4，2004；Moto- 

shige hoh。“China Faces Task of Changing Growth-first Economy”，The Yomiari Shimbun。October 2，2004； 

Philip Bowring，“In Search of the Real Shanghai”，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September 29，2004。 

① “China’S Capitalist Transition”，research project being conducted in East-West Center，Honolulu，Ha- 

wail，2004--2006．该中心_已围绕这个项 目召开过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按照该项 目设计者和主事者在 

项 目早期阶段的界定和叙述。这个概念包含的主要内容有：(1)“市场力量的成长和对国际贸易的开放 
⋯ ⋯ 已使得中国离开了极权的往昔 ，走向一种较为开放和多元的国体⋯⋯这一转变已释放出一大批新的 

社会力景，包括创造出一个城市中产阶级，资源从农村移至城市工业部门，并且导致中国社会构造的分层 

化。⋯⋯社会变迁还为种种不同的文化和思想表达开启了门户。”(2)“在过去25年里，中国经济逐渐成 

长而超出了国家所有制，变为一种混合经济模式。虽然国家企业和国家投资依然重要，但中国经济的晟 

能动的部分系由私人资本提供动力。结果，中国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转变。给予市场体制和私人所有制 

越来越大支持的国家机构与市场和私人资本两相互动。为个人和私有机构的财富积累创造了一种环境。“ 

(3)“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国内动能和国际力量彼此影响和塑造对方。随着跨越中国国界的国际贸易和 

金融流动的力度增长，中国经济政策已变得受全球经济事态的制约。与此同时，国际整合已将中国迅速 

提升为一大全球经济角色。”(引自该项目设计者给本文作者的电子邮件 “China’B Capitalist Transition；Pro— 

jeet Proposal”，2004年5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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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转变”这个概念 ，而且为此有着在事实、思想和道义诸方面的足够理由以 

及必要的政治考虑。但是 ，在方法论上，寻求将中国当代社会变迁概念化的努力 

值得借鉴，因为一个尽可能简约的“范式”有着如前所述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际 

价值。特别就中国外交战略讨论而言，一种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适切的概 

念化有助于把握这一战略的根本动能、深层原因以及基本方向。为此，本文提出 

两个密切相连的概念——“经济第一”和“愈益并人世界体系”，将其用作对当代 

中国外交战略的一种概览和分析的主要工具，即便与使用单独一个概念相比，使 

用两个概念还不能算是达到了最大的简约和整合程度。因此，在 目前的框架内， 

本文就中国当代外交战略这一领域要回答的根本问题在于：与先前相 比，“经济 

第一”和“愈益并人世界体系”背景下的中国外交战略有何新特征? 

这个问题主要可从三个层次予以探究 ：第一 ，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 目标 ；第 

二，中国外交战略的缔造机制；第三，中国外交战略的工具。① 最后，经过在“经 

济第一”和“愈益并人世界体系”的概念框架内分层次解析中国外交战略之后， 

还必须多少着重地展示这一框架本身的固有局限和外交转型的有限性 ，以避免 

就中国外交战略和亚洲国际关系的复杂未来做出过于简单化的错误判断。 

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 目标 

讨论中国当代外交战略，在过去 2O余年中国社会巨大变迁和转型背景下应 

予强调的一大事态发展，就是 中国外交战略基本 目标在很大和显著程度上的 

“经济化”。旨在维护中国“经济安全”、促进 中国经济发展的对外经济政策本 

身，成了对外政策的一大愈益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 日常一般场合的首要部分 

(或至少是首要部分之一)。中国对外政策或战略中传统的国家安全 目标已被 

赋予了一个具有非常清晰的经济性质的动机 ，而且是一个根本的动机，即如邓小 

平发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府领导人和政治精英们多年来所惯常表达的，保 

证中国的经济发展能有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对外政策或战略 

中传统的外交 目标也被赋予了一种至关紧要的、往往是直接的经济动机 ，那就是 

促进外部资本、技术、原料和能源的输入，同时促进中国产品的输出(现在还有 

逐渐浮现和增长的中国资本输出)。② 

① 从理论上说，这三个层次结合起来，大体上确实构成了一种典型或标准的外交战略分析框架。参 

见 K．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es：A Framework for dM枷 (3 rd ed．)，Englewood Cliff，N．J．：Prentice— 

Hall。1977，Part 3 and Part 4。 

② 关于本段所谈各点，有着大量相关的中国文献，其中晟权威 、晟重要的当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和第三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年和 1993年版)所载关于他领导下中国对外政策和战略的指导方针及 

其理由的大量言论。叉见《邓小平对外政策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世界知识 出版社 2000年版；官力：《邓 

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发展轨迹》，研究报告，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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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政策和战略中基本的经济 目标与愈益参与和并入世界体系有极密 

切的联系，而那是～种经济目标与经济效果之间的联系。由此而来，中国的国际 

身份认同发生了改变：从一个“体系外国家”变成了一个“体系内国家”；从一个 

强烈反对国际现状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大致认可、甚或在许多方面立意维护国际 

现状的国家。虽然存在着若干基本的复杂性、制约和含糊性 ，虽然中国关于国际 

社会的终极理想和哲理信念在于远未实现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 

序”，但对外战略纲领和实践中的首要倾向和选择还是比较清楚的。① (即如前 

述东西方中心研究项 目设计者和主事者所言：中国的转变“正在激发中国外交 

的一个新时代。中国需要为社会一经济发展保持一个和平的环境 ，这势必导致 
一 种对于区域权势结构、特别是美国的协调性政策。由于中国从现今的全球经 

济体系中获益 ，现状愈益符合它的利益。”②) 

从江泽民主席 1997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克林顿总统达成构设中美 

“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原则性共同立场(不管其虚实如何)起，尽管中美关 

系几乎总是起伏不已、波动不绝，然而从任何庶几可以定义为中国对外政策纲领 

宣示的中国政府公开声明③之中，都能够见到可表达为“大国外交”的思想，那是 

自上述访问后经常被许多研究 中国外交的中外学者使用的一个概念。确实， 

“大国外交”一语本身几乎从未见于中国政府公开文件，有别于另两个用语或概 

念——时常可见的“大国关系”或“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大概因为此类公开文件 

多少顾虑一项由来已久的传统外交信条，即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和外交是 中华 

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重心。然而，中国政府早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北 

京大学一位研究中国外交的教授 2000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说)，中国必然也 

必须将恰当地处理“大国关系”当作中国对外政策的第一优先，以此操作中国的 

“大 国外交”。④ 

① 关于这里所说的复杂性、制约和含糊性，见 Wu Xinbo，“Four Contradictions Constrain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Behavior”，in Suisheng Zhao，ed．。Chinese Foreign Potiey：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Armonk，N，Y．and London，M．E。Sharpe，2004。PP．58—65；Suisheng Zhao。“Beijing’s Perception of the In- 

ternational System and Foreign Policy Adjustment after the Tiananmen Incident”，ibid．。PP．1 40一l 5O：Shi Yin- 

hong，“A Rising China：Domestic Ambiguities and Controversies'’。The first half of a speech made on February 

12，2002 at Carnegie Endowment on [nternational Peace。Washington。D．C．，published in pamphlet form by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U．S．A。 

② 引自该项目设计者给本文作者的电子邮件 “China’s Capitalist Transition：Project Proposal”，2004年 

5月 11日。 

③ 主要是中国领导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中 

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年最高层次庆祝活动等重大场合发表的主题报告和讲话。 

④ 叶自成：《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 1期。对中国当代“大 

国外交”观念的最集中、最详细的研究出自台湾学者张登及博士，见其《建构中国：不确定世界中的大国定 

位与大国外交》，台北：扬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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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国外交”(如前所述主要指对发达大国的外交)与愈益并人世界体系 

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对美外交中一个 比重愈益增大的内涵，在于造就和发 

展与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之间、甚至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间双边和多边的体制 

性经济安排；中国对欧洲大国(和欧盟)的外交，连同对主要的国际经济机构的 

外交，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由那种经济优先的参与性目的所驱动。与此同时，在 

“大国外交”的背景下，中国之愈益广泛和深入地卷入国际经济秩序，产生了一 

种政治和战略性的“溢出”效应，因为它往往在非同小可的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 

促进了中国对多种多样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体制的参与。 

在愈益并人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发展出了逐渐增大的、与外国对华经济依赖 

并存的中国对外经济依赖 ，而这后一依赖总的来说形成了对中国外交战略 目标 

和行为方式的有力制约，从而与其他基本原因一起，导致了很大程度上基于至关 

紧要的“经济安全”考虑的审慎与温和。这在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和操作上有 

反复不已的重要表现，并且影响着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对韩国、有时还有对 日本 

的政策 目标和行为，①虽然有时这方面简单化和夸大的评估确实助成 了某些西 

方观察家过分“乐观”的预言。② 它对中国在台湾、香港、人权、军控和不扩散等 

问题领域的政策行为的影响，连同它对中国总的对外态势的效应，也值得予以认 

真、恰当的观察和分析。 

中国外交战略的缔造机制 

要分析当代中国外交政策和战略的缔造即决策机制，或者说要一般地解释 

为什么中国有人们在当今时期看到的那种外交政策和战略，充分考虑到“经济 

第一”和“愈益并人世界体系”是非常有用甚而透彻的。从最高层次开始分析， 

可以发现中国当代最高领导(他们在多数重大问题的决策方面无疑一如既往地 

拥有压倒性的决定作用，尽管中国在其他许多方面有了深刻的变化)的某些新 

特征，也可以发现这些新特征与上述两个界定性概念之间的某种本质联系。 

在此应当注意的头一项显著的事态发展 ，在于中国最高领导的意识形态有 

① 参见：James Kynge and Richard McGregor，“China Replaces Its’Five Principles’with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Financial Times，February 24，2003；Alan Boyd，“Oil Worries Lubricate South China Sea Pact”， 

Asia Times，September 4，2004；Alan Boyd，“China Adds It Weight to ASEAN”，Asia Times，December 1， 

2004；James Brooke，“China Fears Once and Future Kingdom”，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5，2004；Richard 

McGregor，“Beijing in Dilemma over Protesters”，Financial Times，April 12，2005；《吴建民说非理性民族主 

义不可取》，《大公报)2005年4月2日；刘斯路：《中日关系的理性思维》，《文汇报》(香港)2005年4月 11 

日。 

② 例如见“China’B More Nuanced Diplomacy”，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4，2003。一种较有分寸 

而均衡的观点，见 Eric Teo Chu Cheow，“Hu Recast China’S Foreign Policy”，Japan Times，June 25，2003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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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新的复杂性。作为中国对外政策方向的基本原因之一 ，他们怀抱 的“传 

统”意识形态系由三大成分构成：第一，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形态，在此特 

别是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际关系视野和国际关系信念；第二， 

中国的爱国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现代激进民族主义；第三，“现实政治” 

(realpolitik)意识形态，或日关于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思想，这当然并 

非中国人或共产党人所独有。而现在，一种可称为“新国际主义”的新成分已被 

相当引人注 目地添入了他们的意识形态系统，这可以被认为是在全球化和中国 

愈益卷入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他们的国际观中浮现和发展着的“自由国际主 

义”因素。这种“新国际主义”的特征，在于虽然有限但仍较迅速地(带有某些波 

动)增长着的一些特定的诚信——相信多边合作、国际组织和国际体制以及跨 

国的非政治交往，既在于它们对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助益，也在于它们本身被认 

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特别是江泽民主席本人提出并由中国政府在他退休之后 

继续持有和宣讲的“新安全观”，①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这一“新国际主义” 

的体现 ，还有得到中国媒体大量宣传和学者众多讨论的“多边外交”和“多边主 

义”。② 同样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很大程度上由“经济第一”驱动的中国之愈 

益并人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自邓小平以来中国最高领导怀抱的中国现代民族 

主义的总的“烈度”业已逐渐减低 ，除了在台湾问题和中国边疆领土完整性问题 

上。由此而来减缓了的民族主义可定义为“讲求实际的民族主义”(“pragmatic 

nationalism”)，对其特征以及它与中国民族主义其他基本形态的区别 ，丹佛大学 

的赵穗生教授作了很好的展示和分析。⑧ 同样这些状态和影响，还创造和加强 

了在中国最高领导的“现实政治”或现实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某些新 内涵，即其 

“国家利益”观念在颇大程度上的“经济化”和“国际社会化”。(后者主要指他 

们心目中的“国家利益”的颇大一部分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融合或同化) 

记忆驱使人类行动，其作用一般超过甚或远远大于意识形态。中国最高领 

① 特别见2002年 7月 31日中国代表团向东盟区域论坛提交的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赢场文件 ，载 

于《人民日报)2002年8月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白皮书《2004年中国的国防》，载于《人民日报》2004 

年 12月 27 I：1。 

② 中国学者的讨论特别见以下两篇论文：王逸舟：《新世纪的中国与多边外交》，《太平洋学报》2001 

年第4期；苏长和：《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 

第4期。外国学者的讨论特别见：Cheng Chwee Kuik，“Muhilateralism in China’S ASEAN Policy：Its Evolu- 

tion，Characteristics，and Aspiration”，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1．27，No．1(April 2005)；China’ Df 

plomacy of Multilateralism，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held by Center for Asia-Pacific Initiatives，University of 

Victoria，Canada，December 7— 8，2004。 

③ Suisheng Zhao．“Chinese Nationalism and Pragmatic Foreign Policy Behavior”，in Suisheng Zhao，ed ， 

Chinese Foreign Policy：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PP，66— 9O．See also his“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Foreign Policy Ramifications”，in Marsh and Dreyer，eds．，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 f Century， 

pp．63～ 84． 

37 



国际政治研究 2006年 第 1期 

导的压倒性的记忆或历史体验，特别是他们在 自己作为最高领导的开初时期里 

获得的印象最强烈、最持久的历史“教训”(或日他们作为最高领导的“出生经 

验”)，在塑造他们的基本政策和战略方面极为重要。这一点就邓小平以来的最 

高领导而言，几乎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 ，因为三大极为戏剧性的历史事件分 

别极为有力地塑造了他们作为最高领导(或最高领导成员)的“出生经验”，那就 

是(对邓小平而言)“文化大革命”与紧随这场十年浩劫而来的起初的改革开放， 

连同(对江泽民和胡锦涛而言)1989年初夏的动乱。在本文的框架内，很容易意 

识到关于“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历史教训，连同改革开放之初所带来的非常 

令人鼓舞的成果，直接导致邓小平和中国树立了“经济第一”信念，并且开启了 

愈益并入世界体系的过程。对于他以后的两代最高领导而言，1989年动荡岁月 

里中国总体经济状况良好所起的生死攸关的“政权稳定”效应(它说到底归功于 

“经济第一”基本国策、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以及卷入世界贸易和金融活动)以 

及由此而来的被强化了的相关信念，非常有力地加强了确立不久的经济／社会转 

型方向，尽管有紧随动乱采取的政治上的种种“反资产阶级 自由化”措施。① 

除了这些极重要的国内历史经验外，最高领导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关于对 

美关系、卷入经济全球化和参与国际体制的那些基本记忆或历史经验，也在外交 

战略的缔造方面至关重要。② 

历经20多年，“经济第一”和“愈益并人世界体系”这两者的运作帮助促成了中 

国政府体系的新特征，包括它在对外政策的缔造和贯彻机制方面的某些新特征。与 

这两项关键因素直接相关的事态发展之一，在于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愈益增生。它出 

自国家内政外交管理任务的愈益复杂化和多样化，而后者本身出自如前所述中国巨 

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在最广泛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中国的转型。所有这些对 

政策缔造包括外交战略缔造有一种总的来说分权化或分散化的影响。中国从未有过 

像当今存在并且继续膨胀着的那么庞大的政府机构体系(用政治学常用的中性术语 

来说是“官僚机构体系”)，相关的低效、紊乱、不同机构利益之间的竞争以及所有其 

他“大政府”现象便在所难免。③ 

就分析 目的而言，最容易做到的是制订一份简单的“范畴表”，以考虑相关的 

① 同样很重要的是这么一项记忆 ：由于中国愈益增长的国际经济莺要性和其他原因，西方国家在 

1989年“六四”事件后实行的对华经济和外交制裁能够相当快地由中国政府“熬过去”，并且不久便被大 

致撤销，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总路线。这能够对中国领导人关于不惜代价阻止或制止台湾独立这一 

政策信念(以及他们关于对抗美国干涉的政策信念)产生一种经久的影响。 

② 另外 ，在此还有一种可被称为“上E反馈”的效应：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愈益增长的、稳健和负责任的 

参与和介入证明，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这方面的反馈主要是积极的。 

③ 就此处叙述的、连同以后数段将讨论的状况和事态，须作如下说明：就像关于中国对外政策和战略 

缔造方面的许许多多事情一样。实证性的证据难以觅得，并且往往不可能被发表。替代性的办法是采取一种 

“印象主义”方式，辅之以常理性的笼统推测，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名有经验的观察者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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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势和问题：文职领导(在政府 日常运作中主要从事国民经济管理和与之密切相 

关的国内稳定问题)vs．军方系统；外交部门(一般显著倾向于扩展中国的国际生 

活参与，包括国际经济参与，连同维持国际秩序的总体稳定)VS．军事部f1；外交部 

门 vs．经济管理部门(前者的事务已越来越多地被注入了经济内容，与此同时后者 

的规模和复杂性，连同在外交政策和战略的缔造和实施方面的分量和影响已变得 

愈益增大)；国家安全信息系统问题(该系统的部分特征在于机构体系多元，功能 

区分有限，互相协调欠佳，内部缺乏单一的集中控制机构)；基于政府不同部分的 

不同利益、不同传统或不同“政治文化”和经验的“机构舆论”差异。与上述诸种情 

势和问题密切相关，存在着协调机制和中央控制机制问题，这对于高效的对外政策 

缔造至关重要。就此，注意力和可能的研究应当指向：(1)协调机制及其效率； 

(2)对整个政府和整个政策缔造／贯彻的中央集权控制能力(它 自邓小平以后在 

非危机性问题上总的来说 已逐渐减弱)。最后，一个重要但几乎完全缺乏研究的 

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压倒性的地方经济关切和它们在对外政策方面有限的新作用。 

在影响外交政策和战略缔造的各种因素中间，一项晚近浮现的、与中国巨大的 

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的因素，是半官方和非官方大众媒体的纷繁丛生与公众舆论的 

显著兴起。“市场力量的成长”、由这一经济转变导致的“大批新的社会力量”以及 

“种种不同的文化和思想表达”提供了这方面的很大部分动因。在市场和私有经 

济急剧发展以及它们导致的社会多样化背景下，半官方和非官方大众媒体急剧增 

生和膨胀，其影响迅速扩大。 

关于此类大众媒体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公众舆论，有几大问题。① 首先，必须强 

调大众媒体的半官方和非官方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上升得相当迅速。什么 

是官方舆论?在当今中国，大致只有很少数由中央政府以及省级政府直接经管的 

媒体才能被认为是纯官方舆论喉舌，其余则大都是半官方和非官方的。就对外政 

策来说，中国这么多半官方和非官方大众媒体有怎样的基本性质?一般而论有两 

项彼此并存和矛盾的基本性质：支持或附和政府的意图、路线和政策；从商业和民 

族主义兼具的动机出发，间接地干扰甚或“婉转地”反对政府的意图、路线和政策。 

因而很清楚，它们具有双重性质。为什么会有后一重性质，即间接地干扰甚或“婉 

转地”反对政府的意图、路线和政策?答案是以下两个动机在起作用：第一是依靠 

尽可能多地卖报纸、卖杂志去赚钱，设法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增加发行量以图牟利， 

这就会较严重地影响编辑方针；第二是大众民族主义，与在公众中间一样，它也广泛 

存在于新闻业者行列。而且，这两个动机或原因经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增加发行量 

① 以下主要基于奉文作者的一次英文演讲：“China’＆Mass Media，Elite and Public Opinions，and Their 
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American Public Opinions，Media and Policy mak· 

ing”held in Beijing on May 11．2005 by Washington Observer and World Security Institute China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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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需要附和甚或间接地鼓动大众民族主义，而新闻业者中间“真诚的”大众民族主 

义往往能自然而然地促进发行量的增加。 

关于公众舆论，必须强调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大不同于西方国家以及许多非 

西方的民主制国家，然而某种形态的“大众政治”在中国已经存在。在这 日益发展 

的大众政治当中，公众舆论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与过去相比迅速增长，而且在某些 

重要问题上相当显著。不能简单化地看待公众舆论。就此有几个理论和实践意义 

兼备的问题。第一，什么是“公众”?其构成或内在区别如何?第二，什么是“公众 

舆论”?其统一性和内在差异怎样?第三，在什么样的问题上公众表达其特定的 

意见或舆论?第四，公众通过怎样的渠道表达舆论?第五，政治领导人依靠什么办 

法知道公众舆论?不能认为由于中国不是西方式的民主制国家，中国领导人就不 

顾或忽视公众舆论。他们对公众政治舆论的了解程度几乎肯定不亚于例如美国领 

导人对美国公众舆论的了解程度。差别主要在于了解的办法和渠道有所不同。还 

有一个重要问题：中国领导人以怎样的方式回应公众舆论?不同的政治领导人对 

公众舆论的关切程度有所不同，回应方式也不一样。邓小平大概不在乎或不怎么 

在乎所谓公众舆论，当今的中国领导人则对公众舆论往往非常关切，甚至相当顾 

虑，而将他们在时间上隔开的那一代领导人对公众舆论的关切程度，连同其政策受 

公众舆论影响的程度，显然介于这两者之间。不仅如此，不同的政治领导人有不同 

的“胆魄”去对待公众舆论，并且运用不同的技能去影响、引导和调控公众舆论。 

在随社会变迁而势必继续增进的中国“大众政治”中，对中国外交战略势将更加重 

要的一大道理在于：政府是国家利益的受托者和首要责任者，而不是大众激情的单 

纯呼应者；政治伦理根本上说是从政治后果(就国家总体利益而言的政治后果)估 

量出发，而不应等同于普通的情感。对公众舆论的正确呼应和引导既取决于政治 

才能，也取决于战略意识和负责精神。 

中国外交战略的新工具 

有如前述东西方中心研究项 目的设计者和主事者所言，中国的变迁“产生了 

新的对外政策工具。它们包括⋯⋯经济和外交合作的新途径”。① 然而，由此新添 

的中国对外政策工具并非只有合作性的经济和外交交往。它们(主要是潜在地) 

还包括经济威慑、经济压力甚至经济惩罚，特别在 2004年年中开始被象征性地暂 

时运用于台湾问题。②这些新工具基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更大的分量、更高的经 

① “China’B Capitalist Transition：r,~ojeet Prt~posal ． 

② 见《国台办：不欢迎以许文龙为代表的“绿色”台商》，《人民t13报》海外版 2004年5月 31日。关于 

这一经济压力的可能的效果，见《“绿色”台商许文龙发表公开信支持(反分裂国家法)》，《人民 日报》海外版 

2005年 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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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互相依赖程度和愈益增多增大的经济影响渠道，它们是中国在自己的经济发展 

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所取得的。 

“经济外交”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变得越来越显著，其运用的频度和突出程度在 

2005年可谓近乎急剧增长。①先前，其最显著的例子是对美经济外交，尤其是政府 

主持下几度反复进行的对美国工业设备和民航客机的巨量特别采购，主要是出于 

重大的政治和战略目的。还有类似的、以巨量特别采购为主要特点之一的对欧经 

济外交。与这方面的事态发展相关，美国从事巨量对华贸易和投资的诸大公司形 

成了一种相对松散、但效能甚为可观的对华亲善“院外游说集团”，中国方面也恰 

当地利用了它在中美关系方面不时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相当重要的还有中国与 

俄罗斯之间结构很特殊的经济关系，以俄制先进武器装备的购买和销售为其压倒 

性的主要内容，加上未来可能大规模进行的能源贸易。它们对中国有着非凡的战 

略意义。② 

如此就涉及到了中国的军事能力——中国对外政策的又一个新近增强、甚或 

大为增强了的工具。这一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出自所有上述经济变迁，正在逐渐增 

大的程度上促进中国作为一个真正大强国的崛起，虽然它当前的使用非常有限，除 

了作为阻止台湾法理独立的愈益可信的威慑。随着加速增强军力在中国国务优先 

议程上的地位显著上升(这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战略家看来绝对必须，因为先前 20 

年里不管是否出于必要的原因它的地位都未免过低，也因为中国的外部安全关切 

业已增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家财经资源分配和对外政策缔造的影响大概已 

经增长，而且会继续增强。它是国家利益之“军事”方面的首要代表，也是一个有 

着本身某些特殊的思想倾向、“机构文化”、利益和财政要求的特殊群体，而所有这 

些特殊性一直被置于国家政治领导的合理控制和有效制约之下。 

关于可预见的未来时期里的中国军事力量，每个通晓常理的观察家都会同意 

下述事实性描述：“中国年度防务预算据最高估计，仍低于五角大楼4000多亿美元 

(年度)预算的四分之一。即便如此，迅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和该国高速的工业化正 

在给予北京规模大得先前无法想象的财政和技术资源，以改善其武装力量。”④晚 

近几个月里，美国政府最高层官员们就中国军力加速增长的关切所作的公开表达 

① 参见王义桅：《经济外交展现中国魅力》，《环球时报12004年 l2月 3日。叉见：Jane Perlez，“Across 

Asia．Beijing’s Star Is in Ascendance”． e New York Times，August 28．2004；Edward Cody，“China’s Quiet Rise 

Casts Wide Shadow”，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26，2005。 

② Robe~Sutter，China’5 Recent Approach to Asia，the section tm “Russia”，copyright 2001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Shi Yinhong．“Arms Cont~l and Non．proliferation in East Asia：Grave Situation and Pos· 

sible Dangers”．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ring)，Vo1．12，No．8(August，2002)；Edward Cody， 

“China Builds A Smaller．Stronger Military”，The Washington Post，April 12，2005． 

③ Mure Dickie，Victor Mallet，and Demetri Sevastopulo，“Washington Is Turning Its Attention from the M id_ 

die East．．．”Financial Times，April 7，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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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剧增加，而且其“威胁评估”显著升级。① 这表明，中美两国之间的中长期“结构 

性矛盾”(特别在战略性领域)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甚至潜在地更为强烈，有 

如远处的地平线上正在加速集聚的乌云或潜在风暴。② 

再回过来谈中国的“经济外交”，连同更广泛的、中国日益发展的世界经济介 

入。应当指出，它们的一个越来越扩展的部分，是寻求追加的能源供应。最近一两 

年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国内相当急剧地兴起了一种对未来能源供应 

可能严重不足、“能源安全”急需预先保障的忧患感。用一位境外著名研究者的话 

说，这在某些场合达到了“能源执迷”的程度。⑧ 与之相伴，在中国与某些邻国之间 

的关系中，正在出现由此而来的复杂化甚而紧张的颇大可能性。不仅如此，已经有 

了：(1)中日之间为争取俄罗斯石油优先输入的相当激烈的竞争，它对中日和中俄 

关系都产生了负面影响；(2)中日之间就东海海底油气储藏和钓鱼岛归属的正在 

恶化 、趋于危险的争端，后一领土争端也有显著的能源意义；(3)就长期而言含意 

甚至更重大的、美国对中国新近开始的世界范围内能源追求的神经质反应，连同它 

就此作出的空泛的负面性战略想象，其最近的突出表现就是中海油竞购尤尼科在 

美国引起的巨大政治反弹。此外，对未来“能源安全”的担忧，甚至导致中国某些 

媒体呼吁尽快创设强大的远洋海军，以保护至关紧要的中国海上石油运输信道。 

经济／社会概念的缺陷与中国外交转型的有限性 

正如本文第二节末尾所示，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和战略分析，“经济第一”和“愈 

益并人世界体系”这样的经济／社会概念虽然在许多方面有其准确性和适切性，但 

① Eric Schmitt，“Rumsfeld Warns of Concern about Expansion of China’s Navy”，The New Yo以 Times，Feb- 

rusty 18，2005；Joel Brinkley，“U．S．and Japan Declare Concern over North Korea，(and‘Chinese threats against 

Talwan’，and‘the expans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military’)”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20， 

2005；《美中情局长对中国军扩发出警讯》，凤凰卫视网2005年3月 18日；Bill Sammon and Bill Gertz，“Bush 

Warns of China Arms Sales”，The Washington Times，February 22，2005；“Rice Concerned over China Military 

Build-up”，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1 5，2005；“Rumsfeld：China Military Build-up a Threat”，Associate 

Press，June 4，2005；《白宫重弹关切中国军备扩张》，《大公报)2005年6月8日；《赖斯称中国军力发展迅速 

将力阻以色列对华军售》，中国新闻网2005年 6丹 17日；美国国防部((2005年中国军力报告》(全文)，新浪 

网 -舰船知识网络版2005年 7月20日；Joel Brinkley，“Rice Warns China to Make Major Economic Changes”， 
Th eNew York Times，August19，2005。 

② “中国的某些评论者已经知道危险。国际关系专家时殷弘说。1生美国关于中国的观念从经济伙伴转 

为潜在威胁方面，愈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可能成为‘关键问题 ’。时教授说，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仍有一 ‘容 

忍底线’。但如果北京取得远超出其边界的投射力量，它就可能被捅穿。‘如果这趋势发展下去，某天美国对 

华舆论就可能改变’。”Diekie，Mallet and Sevastopulo，“Washington Is Turning Its Attention from the Middle 

East．．． Financial Times，April 7，2005． 

③ Willy Laln，“Beijing's Energy Obsession”，Wall Street Journal，April 2，2004．叉见：Chietigj B~paee， 

“China Fuels Energy Cold War”，Asia Times，March 2，2005；David Howell，“China’S Global hnpact Grows”，Ja- 

pan Times，January 29，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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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有其不可忽视或轻视的局限性。它们富含中国“经济 自由化”、“社会多元 

化”和“市民社会”成长之意，在用以讨论中国外交时，容易使人低估甚至忘怀某些 

另外的动能和潜因，而正是这些动能和潜因可能使得中国对外政策方向不会像西 

方世界不少人预料或希望的那样，那么多地具有通常意义上的“温和”、“通融”和 

“国际化”的性质。首先，某些 自由派理论的基本前提—— 自由经济完全能构建一 

个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对外政策的自由政治国家——远不是完全可信的，正如严重 

低估或完全否认这种效能的现实主义理论前提一样。历史反复表明，由于人类社 

会生活的性质，基本的政治动能和政治问题有其一定的相对独立性，而且往往产生 

支配性效应，特别是在那么大地受到种种结构性要素(例如地缘政治和国家问力 

量对比)和集体心理要素(例如民族主义情感和大众成规观念)影响的国家问关系 

和国家对外政策领域。在这方面，特别是因为其政治、文化和历史特性，变迁中的 

中国不会例外。 

不难发现下列两者问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是中国国内政治转型和政治文化变 

迁的有限，另一方面是其对外政策变迁的有限，尽管这决不意味着在所有这些领域 

已经发生的转变不是很大和实质性的。不仅如此，在试图思考中国对外政策和战 

略的前景时，除了本文前面在“经济第一”和“愈益并人世界体系”的框架内已经展 

示和阐说过的以外，还应当考虑到下列特定状况或事态发展： 
— — 大众民族主义相当迅速的增长及其对外政策影响，包括在此背景下政府 

有大得多的需要以一个接一个的对外政策成就(能够很容易地被公众视为促进中 

国国家利益和民族伟大的对外政策成就)来增进公众支持。 

— —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长期结构性矛盾，或者说是上一节已经提到的中美之 

间“被结构性地规定了的”可能的战略竞争、战略互疑、战略对立甚或冲突。 
— —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政治和战略性对立和竞争，它们在近期急速加剧，连同 

同样“被结构性地规定了的”强有力的权势动能和更强有力的心理动能。 

— — 东亚国际政治中若干重大的不确定因素或动能，包括未来朝鲜半岛和美 

韩同盟的不确定性，未来日本作为一个张扬的政治甚至军事强国的不确定性，大规 

模毁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不确定性，中国军事力量增长的不确定性。 

在当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亚太地区(而且甚至对中国本身而言)最重要的一 

个“结构性”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以一种快得惊人的速度崛起。众所周知，这 

一 崛起很大程度上出自中国在一种宽广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转变，不管是谁如 

何在理论上界定这一转变的性质。在外部，首先由于无政府的国际政治的本性 

(这种政治被修昔底德描绘为由“恐惧”以及对“荣誉”和“实利”的追逐驱动的紧 

张，被霍布斯甚至更暗淡地说成是一种植根于“疑惧”以及“光荣”和“竞争”中的 

“战争状态”)，中国经济实力、外交影响和军事能力的高速增长很可能导致邻国产 

生程度不等的忧虑，特别是使超级强国美国及其首要盟国日本感到在战略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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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即使假设(一个与正常情况远远不同的假设)在此国际结构中它们与中国 
一 样有尽可能良好的意图。仅仅这一个因素，就足以使中国未来发展的国际政治 

环境前景大为复杂化。 

在中国国内，在其迅速崛起的背景下，下列新近浮现的公共舆论肯定跻身于特 

别重要的事态发展之列。就中国对外政策方向而言，它们既展现了宏远的应有期 

望，也蕴含着朝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①第一，中国舆论大致突然发觉中国有了 

由多年经济迅速发展造就的、相当巨大的经济实力，发觉这一实力在不少场合是可 

用的(而且目前是狭义的外交之外近乎唯一真正可用的)对外战略重大国力工具。 

第二，中国舆论大致突然发觉需要有积极进取的外向型对外政策，特别是外向型经 

济战略，以造就或维护非常需要的外部资源和市场来源以及有关的政治影响，进一 

步促进国内发展，并且帮助对付现今和未来的某些国内经济和社会紧张。第三，如 

上一节所述，中国舆论大致突然形成了相当强烈的“能源安全”紧迫感，还有与之 

关联的在某些舆论那里强烈的海权意识。第四，中国舆论(至少是相当大一部分 

舆论)多半由于台湾问题 ，大致突然发觉美国从根本上说是战略对手，并且开始并 

非朦胧地感到未来颇有可能因为台湾问题而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甚至局部战争。 

第五，中国舆论大致突然发现面对一个巨大和危险的日本问题，并且已经形成一种 

新的“日本意象”：一个正在崛起、同时又正在衰落的日本(崛起是指政治上的张扬 

和军事上的躁动，衰落是指经济上甚至人口上的相对和绝对减弱，连同与中国迅速 

崛起比较而言的相对颓势)；一个历来可恨、今后又会威胁中国的 日本；一个中国 

未来一定要、也一定能够压倒的日本。② 

还有一个在国内外环境中相对晚近浮现的、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原因 

的变化，那就是从很大一部分“精英舆论”来看，在对外问题上的紧迫感已变得远 

超过发展国内改革的紧迫感；在不少人那里，曾在多年里差不多可以说代表对外政 

策精英舆论共识的“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观念似乎已悄然隐退。这与本节谈论 

的所有其他因素一起，会多少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缔造，增进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 

有限性。 

① 以下大致基于本文作者的一篇短文：《关于今后中国对外政策舆论方向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 

治)2005年第2期。 

② 时殷弘：《中日关系危机的形成及控制》，《文汇报》(香港)2005年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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